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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不

仅对所在区域具有直接的带动作用，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经济社会的总

体走向和在全球竞争中的地位。经济全球化、城市加速化、技术创新化是城市群

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手段，其空间差异影响着城市群经济格局的变化，

并最终形成“单核”“多核”“点轴”等不同的产业格局。三大城市群在取得经济社会发

展和环境治理巨大成效的同时，还存在产业结构、城市空间结构、土地利用结构、

能源结构不尽合理，可持续发展机制落实难等制约城市生态化转型发展的主要难

题；各城市群在进行生态化转型的探索中，也出现了生态文明建设管理制度不健

全、区域内部供需分配不均、环境影响与潜在风险较大等问题。针对以上特征和

生态化转型中亟须解决的问题，本文从我国城市群总体层面及三大代表性城市群

层面提出了优化路径与对策建议。

城市群，生态化转型发展，DPSIR 模型

Th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ree major urban agglomerations 

of Beijing-Tianjin-Hebei,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Pearl River Delta not only has a 

direct effect on the region, but also largely determines the overall direction of the 

Chinese economy and its position in global competition. Economic globalization, urban 

acceleration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re the main mean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whose spatial differences affect the 

economic pattern and finally form tertiary industry pattern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such 

as single core, multicore and point axis type. While the three major urban agglomerations 

have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he unreasonable industrial structure problem, the low government service 

摘 要

关 键 词

Abstract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特聘教授 , 复旦大学长江经
济带研究院副院长，复旦大
学城市生态规划与设计研究
中心主任，复旦大学一带一
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环境与
生态治理研究所所长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城市生态方向硕士研究生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城市生态方向硕士研究生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城市生态方向硕士研究生

■ 中图分类号：TU984  

■ 文献标识码：A

■ DOI：10.12049/j.urp.201904002

■  文章编号：2096-3025（2019）

   04-0015-09

作者信息

王祥荣  

朱敬烽

丁 宁  

李 晓

王祥荣  朱敬烽  丁宁  李晓
WANG Xiangrong；ZHU Jingfeng；DING Ning；LI Xiao

Characteristic Evaluation of 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ree 
Major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China Based on DPSIR Model

基于 DPSIR 模式的我国三大城市群生态化转型
发展特征评估 *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 项目编号：

14ZDB140),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

目（项目编号：2016YFC0502700）资助

*

王祥荣  朱敬烽  丁宁  等           基于 DPSIR 模式的我国三大城市群生态化转型发展特征评估



16 ｜ 城乡规划  2019 年第 4 期

我国特大型城市生态化转型发展

capacity, the difficulty in optimizing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the obstruction in implemen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echanism have become the main factors restricting urban 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exploration of 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there are also problems such as the imperfect management system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he 

uneven distribution of supply and demand within the region, and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and potential risks.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to be solved in 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 some optimization ways and sugges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overal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urban agglomeration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ree urban agglomerations are proposed in this paper.

urban agglomeration, 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DPSIR model

1    引言

改 革 开 放 以 来， 中 国 通 过 前 所

未有的城镇化和工业化，成功地从农

业经济大国转型为世界第二大非农业

经济体 [1]。在转型过程中，从沿海到

内陆，城市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发展，

其中核心城市形成扩散效应，辐射带

动周边城市，形成了空间格局紧凑、

经济联系紧密的一体化城市群。城市

群作为城市发展更高级的集群组成模

式，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军，

同时也是生态环境问题最为突出的区

域 [2-3]。以往城市群的经济社会发展

多以自然资本消耗为代价，最终造成

资源浪费、城市无序蔓延、环境污染

等城市问题。京津冀城市群、长江三

角洲城市群（以下简称“长三角城市

群”）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以下简

称“珠三角城市群”）是我国最为发

Keywords

达的三大城市群，也是国家城市群建

设的重中之重，其发展目标是建设具

有重要世界影响力和全球竞争力的城

市群。自党的十八大独立成章地提出

“生态文明建设”、十九大提出“深

化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与“绿色发展”

后，广大民众对于美好生态环境的诉

求日益增强。在国家政策和人民意愿

的双重驱动下，分析我国三大城市群

在自然、社会、经济系统方面的现状，

识别各地区关键性的城市问题与影响

因子，提出相应的生态化转型发展优

化对策，对于促进城市群的可持续发

展、加快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资

本消耗脱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我国三大城市群基本概况

本文以批复通过的《京津冀协同

规划纲要》《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

规划（2016 — 2020）》《珠江三角洲

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 — 2020）》

为基础，界定京津冀、长三角、珠三

角三大城市群的研究区域（图 1）。

 

2.1  三大城市群发展现状

三大城市群以 6.4% 的国土面积

承载着全国 24% 的人口总数，实现了

39% 的生产总值（2015 年数据）。其

中，京津冀城市群以北京、天津为双

核心，与河北省 11 个地级市共同组

成。城市群国土面积为 21.6 万平方千

米，2015 年地区生产总值为 6.94 万

亿元，常住人口为 1.11 亿，分别占全

国总量的 2.3%、10.1%、8.1%。长三

角城市群以上海为核心，南京、杭州、

宁波、苏州、无锡五市辐射带动区域

内 26 个城市的发展。城市群国土面

积为 21.17 万平方千米，2015 年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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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总值为 13.55 万亿元，常住人口

为 1.5 亿，分别占全国总量的 2.2%、

19.7%、10.9%。珠三角城市群是由以

广州、深圳、珠海为核心的 14 个城

市组成，城市群国土面积为 18.1 万平

方千米，2015 年地区生产总值为 6.23

万亿元，常住人口为 5874.27 万，分

别占全国总量的 1.89%、9.2%、4.27%。

在三大城市群中，长三角城市群单位

面积的人口和经济负荷最为突出，京

津冀城市群的人口负荷较为突出，珠

三角城市群经济负荷较为明显 [4]。

三大城市群形成以来，产业结构

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和调整。珠三

角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的产业结构

符合第一产业比重减少、第二产业先

增后减、第三产业持续增加的 Colin 

Clark 产业结构法则。京津冀城市群

产业结构表现为第一、第二产业比重

缩小，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上升的态势。

至 2015 年，各城市群三次产业结构

比为京津冀 5.5%：38.4%：56.1%，

珠三角 1.8%：43.6%：54.6%，长三

角 3.6%：44.7%：51.6%；对比全国

产业结构比 4.2%：42.4%：52.9%，

各城市群因自身的地理环境和职能划

分而出现一定的差异 [5]。

三大城市群的空间职能结构演化

模式也各有特色。京津冀以北京、天

津为核心，以政治和文化职能为主推

动区域发展，但与周边城市联系的紧

密程度相对较小。长三角城市群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是以上海为单核心的

发展模式，南京、杭州、苏州、无锡

以第二产业的生产性职能为主，最后

形成“一核多卫星城”的模式，目前

长三角城市群已发展成为包括浙江、

江苏、安徽、上海“三省一市”在内、

共计 41 个地级市的泛长三角城市群。

珠三角城市群最初是以广州市和深圳

市为双核心的发展模式，深圳以第二

产业的生产性职能作为城市的增长驱

动，随着双核心模式的加强，深圳逐

渐被赋予了服务型职能，生产性职能

分散到了周围的其他大城市中 [6]。

2.2  三大城市群环境质量现状

各城市群主要的现状空气污染物

有所差异，这与所处地区的产业结构

和能源体系有关（表 1）。由北向南，

各城市群的污染物由固体颗粒物污染

（PM2.5、PM10）为主，转为有机污染

物 污 染（O3、NO2、SO2） 为 主。 对

于空气优良天数比例，珠三角地区高

于长三角地区，也高于京津冀地区。

以 2016 年数据为例，京津冀地

区：13 个城市优良天数比例范围为

35.8% — 78.7%，平均值为 56.8%，比

2015 年上升了 4.3 个百分点；平均超

标天数比例为 43.2%，其中，轻度污

染 为 25.3%， 中 度 污 染 为 8.8%， 重

度污染为 7.0%，严重污染为 2.2%。

9 个城市的优良天数比例范围为 50% 

— 80%，4 个城市的优良天数比例低

于 50%。在超标天数中，以 PM2.5、

O3、PM10、NO2 和 CO 为首要污染物

的天数分别占污染总天数的 63.1%、

26.3%、10.8%、0.3% 和 0.1%，未出

现以 SO2 为首要污染物的污染天。北

京优良天数比例为 54.1%，比 2015

年上升了 3.1 个百分点；出现重度污

染 30 天，严重污染 9 天，重度及以

上污染天数比 2015 年减少了 7 天。

在超标天数中，以 PM2.5 为首要污染

物的天数最多，其次是 O3
[7-9]。

长三角地区：25 个城市优良天数

比例范围为 65.0% — 95.4%，平均值为

76.1%，比 2015 年上升了 4.0 个百分

点；平均超标天数比例为 23.9%，其

中，轻度污染为 19.0%，中度污染为

3.9%，重度污染为 0.9%，无严重污染。

7 个城市的优良天数比例范围为 80% — 

100%，18 个城市的优良天数比例范围

为 50% — 80%。超标天数中以 PM2.5、

O3、PM10 和 NO2 为首要污染物的分别

占污染总天数的 55.3%、39.8%、3.4%

和 2.1%，未出现以 SO2 和 CO 为首要

污染物的污染天。上海优良天数比例

Fig.1  The location of three major urban 
agglomeration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 1  三大城市群区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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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75.4%，比2015年上升5.2个百分点；

出现重度污染 2 天，未出现严重污染，

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 2015 年减少了

6 天。在超标天数中，以 PM2.5 为首要

污染物的天数最多，其次为 O3
[10-13]。

珠三角地区：9 个城市优良天数

比例范围为 84.4%—96.7%，平均值

为 89.5%，比 2015 年上升了 0.3 个百

分点；平均超标天数比例为 10.5%，

其中，轻度污染为 8.9%，中度污染为

1.4%，重度污染为 0.2%，未出现严

重污染。9 个城市的优良天数比例范

围为 80% — 100%。超标天数中，以

O3、PM2.5 和 NO2 为首要污染物的分

别占污染总天数的 70.3%、19.6% 和

10.4%， 未 出 现 以 PM10、SO2 和 CO

为首要污染物的污染天。广州优良天

数比例为 84.7%，比 2015 年下降 0.8

个百分点；出现重度污染 1 天，未出

现严重污染，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

2015 年增加了 1 天 [14]。

3    研究方法

3.1  DPSIR 模型

DPSIR 是 欧 洲 环 境 署 (EEA) 在

PSR 和 DSR 模 型 的 基 础 上 发 展 出 来

的概念模型。它从系统分析的角度来

看待人和环境系统的相互作用，将一

个表征自然系统的评价指标分成驱动

力 (Driving forces)、压力 (Pressure)、

状 态 (State)、 影 响 (Impact) 和 响 应

(Response) 五种类型。其优点是可以

清晰地反映出评价指标体系中各个指

标之间的因果关系，同时也可以综合

地体现环境、社会、经济之间的互相

制约关系，能较好地说明经济发展作

为间接驱动力对环境的影响、环境改

变所引发的社会反响和公众意识对经

济的反馈 [15-18]。DPSIR 被广泛应用于

城市化与资源环境相互关系分析、资

源可持续利用评价、水资源承载力评

价等研究中，其科学性、应用性已得

到学术界普遍的认可。其基本思想是

社会、经济或环境发展作为主要的驱

动力对环境产生压力，导致城市可持

续状态发生改变，这些 改变又对自然

环境、人类健康及社会经济结构等产

生影响。基于这些影响，社会为解决

这些问题采取对策和制定政策，同时

反馈于驱动力、压力、状态及影响 [19-20]。

驱动力指标 (D)：指由于社会、

经济、人口发展以及相应的人类生活

方式和消费、生产方式的改变，对资

源 可 持 续 发 展 和 利 用 产 生 影 响 的 指

标。主要包括人口增长指标、经济增

长指标等。

压力指标 (P)：该指标给出了排

放量、有机物使用和资源使用等信息，

比如用水量、污水排放量、有机物含

量等。通过社会生产和消费模式的施

压改变自身的自然状况，从而使环境

状态发生变化。压力指标与驱动力指

标 都 是 描 述 影 响 资 源 变 化 原 因 的 指

标，但两者有所区别，前者是后者的

“表现形式”，反映导致环境变化的

直接原因；后者是“潜在的”，是导

致整个生产消费层面变化、产生影响

的最关键、最原始的因素。

状态指标 (S)：描述的是在特定

区域、特定时间内，物理、生物和化

学现象的水平、数量或质量。环境状

态 的 改 变 对 整 个 生 态 系 统 会 产 生 环

境、经济方面的影响，最终对人类健

康、社会福利、社会经济产生影响。

影响指标 (I)：描述了由于上述因

素引起的环境状态的改变，反映了状态

变化的最终结果，例如植被覆盖率等。

响应指标 (R)：描述的是政府、

组织和人为预防、减轻、改善或者适

应非预期的环境状态变化而采取的对

表 1  三大城市群基本经济环境概况 (2015)
Tab.1   The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condition of three major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2015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三大城市群
国土面积（万
平方千米）

人口总量
（亿）

GDP（万亿元） 产业结构占比
（%）

主要职能 环境质量 相关规划

京津冀城市群 21.6 (2.3%) 1.11 (8.1%) 6.94 (10.1%) 5.5: 38.4: 56.1 政治和文化 35.8-78.7% 《京津冀协同规划纲要》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 21.2 (2.2%) 1.5 (10.9%) 13.55 (19.7%) 3.6: 44.7: 51.6 经济和生产 65.0-95.4%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2016-2020）》

珠江三角洲城市群 18.1 (1.9%) 0.59 (4.3%) 6.23 (9.2%) 1.8: 43.6: 54.6 服务和生产 84.4-96.7% 《珠江三角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2019 NO.4 ｜ 19

王祥荣  朱敬烽  丁宁  等           基于 DPSIR 模式的我国三大城市群生态化转型发展特征评估

策。例如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改善污

染源的监控手段、发展清洁生产、引

导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方式等 [21-22]。

3.2  基于 DPSIR 模型的城市群指

标体系构建

指标选取原则：可量性原则、可

得性原则、区域性原则、规范性原则、

针对性原则、完备性原则。

按 照 DPSIR 模 型 的 原 理 逐 层 分

解，将所有指标自上而下地划分为三

个层次，第一层为目标层，以城市生

态可持续发展综合指数为目标，全面

概括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水平；第

二层为准则层，包括驱动力、压力、

状态、影响、响应五个部分；第三层

为指标层，即具体的各项指标。参照

国内外已有的生态可持续发展指标体

系的研究，结合中国相关的环境保护

标准及城市自身的特点，筛选出具有

代表性的指标（表 2）。数据主要来

源于相关省、市的统计年鉴、环境质

量公报，以环保局及统计局公布在网

站上的统计数据为补充。

熵值法是依据指标间的离散程度

来确定指标权重的，一般认为其能够

深刻地反映出指标信息熵值的效用价

值，所得指标权重值比德尔菲法和层

次分析法具有更高的可信度。由于熵

值法中运用到对数、熵等概念，负值

不能直接参与计算，对一些极端值也

做了相应的变动，而各指标的量纲、

数量级及指标的正负取向均有差异，

对这类指标数据应该进行一定的变换。

因此采用极值化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标

准化，并采用熵权法对指标进行赋权，

计算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数。

4   基于 DPSIR 模型的城市群

生态化转型发展特征分析

基 于 DPSIR 模 型， 对 三 大 城 市

群生态化转型发展特征进行分析，结

果如图 2 所示。

4.1  生态化转型发展驱动力评估

市场力、内源力、行政力和外向

力是中国城镇化的主要驱动力。随着

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对外开放的

表 2  基于 DPSIR 模型的城市群生态化转型评估指标体系 [23-24]

Tab.2   Evaluation index of 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 in urban agglomeration based on DPSIR model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权重

综合评价

驱动力

人口自然增长率（‰） 0.03067 

经济增长绿化度指数（0—1） 0.02068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万元） 0.02586 

城镇化率（％） 0.02755 

第三产业贡献率（％） 0.01919 

压力

全市用电量（亿千瓦时） 0.03616 

人口密度（人 / 平方千米） 0.02541 

工业废气排放总量（亿标立方米） 0.03158 

万元 GDP 水耗（立方米） 0.06694 

万元 GDP 能耗（吨标准煤） 0.06389 

万元 GDP 电耗（千瓦时） 0.06407 

建设用地增长率（%） 0.03614 

单位耕地面积农药化肥施用量（kg·hm-2） 0.02847 

状态

自然灾害环境指数 0.01287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分贝） 0.01328 

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 0.01886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0.03986 

人均水资源量（立方米） 0.04233 

人均绿地面积（平方米） 0.04159 

生物丰度指数（%） 0.03744 

影响

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 人） 0.02054 

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 0.02161 

单位耕地粮食产量（t·hm-2） 0.03646 

初中升学率（％） 0.02015 

人口平均寿命（年） 0.02098 

教育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比例（％） 0.03289 

响应

工业废水处理达标率（％） 0.02980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0.03577 

城镇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 0.03579 

环保投入比例（%） 0.03552 

造林面积（公顷） 0.02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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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对城市形态与功能演变的驱动作

用越来越明显，2000 年以后，引入外

资已经成为促进第三产业发展的主要

手段之一。技术创新作为城市群经济

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其空间差异

不断影响着城市群经济格局的变化。

珠三角地区发展格局呈现出显著的网

络化特征，建设用地从“遍地开花”、

零星分布的形式转为成片连接。长三

角地区对外开放程度较高，通过大力

引入外资，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积

极参与国际竞争。京津冀地区对外开

放起步较晚且程度较低，而技术创新

本身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智力资源的投

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南京、

杭州等地高校、科研院所云集，具有

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经济基础

和科学文化基础。技术创新大大推动

了三大城市群第三产业的发展。由于

三大城市群内具有技术创新能力的城

市数量和实力存在差异，分别形成了

“单核”“多核”“点轴”等不同类

型的第三产业格局。

4.2  生态化转型发展压力评估

三大城市群均处于工业化和经济

起飞阶段，长三角城市群以劳动密集

型产业为主，京津冀城市群以资本密

集型产业为主，珠三角城市群以劳动

密集型产业为主。产生压力的因素主

要有劳动力密集导致城市流动人口数

量增加，从而造成城市公共设施负荷

增加、人均红利和居民生活质量降低，

以及第一、第二产业到了中后期能源

资源趋紧，加剧了水、气及固体废弃

物等各类污染物的排放问题。然而，

在城镇化过程中，人口增长和经济发

展增加了生态化转型发展的压力的同

时，自然和社会压力的减弱也在一定

程度上削减了总压力。

4.3  生态化转型发展状态评估

三大城市群的生态化转型发展状

态指数在自然系统、经济系统、社会

系统三个系统中均有显著的影响，但

对比后发现，京津冀城市群的三种状

态指数都相对较低。在环境指数方面，

河北省的能源重化工业规模较大，但

Fig.2   Scores of each target layer in the three major urban agglomeration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 2  三大城市群各目标层得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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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水泥等原材料产能设备较落后，

成为京津冀城市群的主要污染源；在

经济系统方面，河北省的重化工业未

能很好地对接北京市政治文化中心，

以及天津作为北方第一自由贸易区的

功能定位；在社会系统方面，北京承

载了太多功能，如将部分非首都功能

疏散给天津和河北地区，将有利于带

动京津冀城市群的协同高速发展。 

4.4  生态化转型发展影响评估

政府干预对京津冀城市群的形态

扩张和功能演变具有显著的影响，从

京津冀城市群的公交路线图上可以看

出，北京和天津的大型交通运输枢纽

和交通运输系统覆盖了河北省大部分

区域，但是并未出现城市道路网络链

接。首都特殊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决

定了北京是当地城镇化发展的核心，

这使得其在行政管理、人才、资金等

方面具有绝对的优势，在人口聚集、

建成区扩张和产业空间布局上都有突

出的表现。长三角城市群由上海以及

浙江、江苏、安徽等省的 41 个地级

市构成，城市道路主要分布在江苏和

浙江内部，这是由于行政区划等因素

造成的， 城际人口迁移均以江苏、浙

江内部为主，形成了南京和杭州两个

人口集聚中心。

相对而言，珠三角城市群作为我

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其发展具有

自身的特色，深化市场体制改革，大

力引进外资发展外向型经济，逐步形

成空间连绵、功能一体的城市格局。

这使得地方可以根据不同产业的规模、

发展速度、发展次序等，制定区域产

业发展规划并合理确定产业发展重点，

表现为跳跃扩散的产业空间格局特点。

4.5  生态化转型发展响应评估

三大城市群在自然系统中的响应

并不突出，在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中

的响应较为明显。这表明，在城市群

的尺度上，经济和社会调控的作用显

著，自然系统的优化则需通过长期的

生态涵养、提高物种多样性、构建生

态廊道等来调节，响应结果并不显著。

其中，京津冀城市群在三大系统指数

中均为最低，主要是由于河北省地区

产业结构落后、环境负荷高、社会福

利保障体系不健全等，拉低了京津冀

城市群在经济、环境、社会三个方面

的响应指数。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

城市群的环境响应指数偏高，主要是

因为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和污

水集中处理率逐年上升。社会响应指

数提升较快，表现为家庭天然气用户

比例、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能力和公众

生态文明建设参与度的提高。

  

5    结论和对策建议

三 大 城 市 群 的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不

仅对所在区域具有直接的带动作用，

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中国经济的总

体走向和中国在全球竞争中的地位。

经济全球化和技术创新是城市群经济

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手段，其

空间差异影响着城市群经济格局的变

化，最终形成了“单核”“多核”“点

轴”等不同类型的第三产业格局。产

业结构不合理问题显著、政府服务能

力较低、营商环境优化难度大、可持

续发展机制落实困难，成为制约城市

生态化转型的主要因素。不同程度的

政府参与度影响着城市群的核心城市

与周边城市的空间连接以及经济紧密

程度。劳动密集型产业集聚以及核心

城市承载过多职能，使得基础设施负

荷增加，人均红利减少，城市群一体

化程度降低。同时，各个城市群在进

行生态化转型的探索中，也出现生态

建设后的管理制度不健全、区域内部

供给需求分布不均、环境影响与潜在

风险依旧存在等问题。针对城市群以

上 特 征 和 生 态 化 转 型 亟 待 解 决 的 问

题，本文从中国城市群生态化转型和

三大城市群区域特征两个角度提出以

下优化建议。

5.1  中国城市群生态化转型路径与对

策建议

在推进我国城市群生态化转型的

进程中，要紧密结合城市群发展的战

略目标，按照“五位一体”的总体战

略部署、“以人为本”的城市发展理念，

以城市群资源环境禀赋特质为基础，

将“先行先试”的制度创新和先进技

术创新应用相结合，按照绿色、循环、

低碳的发展要求，通过优化空间、节

约资源、完善制度、保护生态环境等

途径，切实有效地将可持续发展理念、

生态文明理念渗透到城市群发展的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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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建设系统中。

换言之，就是要通过市场机制、

政府保障和公众参与途径，达到经济

社会发展与生态保护“双赢”的局面。

因此，城市群生态化转型路径可归纳

为以下四点：

一是环境治理与生态建设并行。

将空气污染的综合防治和水资源的保

护利用作为城市建设的两项核心内容

来抓，以此带动城市群的生态化转型

和发展，从而实现“生态城市”“美

丽城市”的目标。同时构建生态网络，

应对气候变化和提升城市群综合防灾

能力，引导人口分布、城镇布局、产

业布局与区域生态功能要求相适应，

明确水、气、声、土壤等环境要素的

防控重点，确保环境资源得到集约节

约利用，保障人居环境健康发展。

二是区域生态安全与人类福祉兼

顾。城市群生态化转型要紧紧围绕自

然带、经济带和人文生态带进行，寻

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城市群生态

系统格局的优化，需要通过维持城市

内部、城市与城市之间，以及城市与

周边生态腹地之间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来实现，除了需要关注自然保护区、

森林公园、水源涵养林、水土保持林

等大的生态斑块以外，还要重视水系、

绿地、通风廊道等生态节点。利用大

江、大河等自然禀赋和绿楔、绿园、

绿带、绿环、绿道、风廊、郊野公园

等要素，营造生态大结构，维持区域

生态安全格局。同时增加城市内部“微

绿胞”—小型花园、河岸滨水走廊、

立体绿化带、人工湿地等绿色基础设

施，满足居民回归大自然的需求，提

供城市内部所需的空气净化以及降温

等生态系统服务。由大型生态结构和

城市内部“微绿胞”点、线、面结合，

组成满足人类福祉和区域生态安全需

求的生态网络。

三是产业结构调整，多方参与。

城市群产业转型要从规模、结构、布

局、体制四个方面入手，做到“规模

上控制，结构上调整，布局上优化，

体制上创新”，全面带动生态文明内

涵的提升和发展。在城市建设快速更

新过程中，需要及时淘汰落后的产能，

削减污染负荷，提升环境质量。因不

同地区治理力度存在差异性，会出现

因治理不彻底和污染转移而造成的二

次污染问题。统筹城市转型中的综合

治理手段，实现“水—气—土—声”

与“拆—治—建—育”联动，并加强

城市转型过程中的环境保护，防范二

次污染和污染转移。强化城市建设更

新后的风险管控，建立遗留场地风险

管控机制，最大程度地将环境敏感要

素与资源开发、工业发展等特殊区域

及生态空间相结合，明确生态敏感区、

适宜开发区与环境功能区之间的关系。

四是创新生态化转型发展的政策

保障体系。包括建立健全生态文明绩

效考核评价制度、国土空间开发保护

制度、产业项目生命周期评价制度、

生态红线与生态补偿制度、生态保护

责任追究与损害赔偿制度。相关政策

制度要具有连续性和前瞻性，协调人

口、资源、环境、经济和发展之间的

相互关系，衔接相关部门既有的分区

管理模式，明确不同环境功能区的战

略目标，引导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5.2  三大城市群生态化转型发展路径

与对策建议

京津冀城市群具有特殊的政治和

文化优势，但产业结构存在空间上的

差异性，形成了北京高度集聚服务业、

天津商贸区和河北重工业分布的格局；

核心城市向周边地区的扩散效应相对

较弱。北京、天津等核心城市应继续

借助政治、文化的职能优势，提升交

通、环境和产业方面的功能，合理疏

散非首都职能，丰富周边城市的内涵，

增加城市间的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其

与周边城市的空间联系，带动区域经

济转型发展。河北省城市应借助其区

位特点，对重化工业进行大规模控制、

结构调整和技术更新，注重与京、津

核心城市相关产业链的结合，加强污

染治理和自然资源保育力度 [25-26]。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已形成以上海

为核心，南京、苏州、无锡、杭州、

合肥多点联动的空间发展模式。但上

海市的全球城市功能依赖于长三角城

市群内部的产业分工和国际分工，诸

多大型、特大型城市的兴起，增加了

各城市内部对自然环境的需求；同时

内陆城市虽然自然资源禀赋丰富，但

产业发展相对滞缓；长三角城市群呈

现出南、北生态环境和发展程度的空

间差异性。总体上，应充分发挥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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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城市建设与辐射的职能，借助多

个大型城市节点向内陆延伸，强化交

通基础设施，增加内陆的辐射范围，

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同时在核心城市

实行从用地增量扩张到存量扩张，增

加城市内部的物质循环利用和废物减

量化。淘汰落后产能，为绿色基础设

施腾挪生态空间。内陆地区实施功能

混合、用地紧凑的精明增长模式，合

理布局产业结构，促进城乡一体化发

展，加强生态保护红线控制，锚固生

态承载力 [27-28]。

珠江三角洲城市群最早进入经济

全球化的浪潮，在市场机制的主导下，

区域中城市之间的密切联系也增加了

城市对资源的竞争，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缓慢，高端人才争夺激烈，产业遍

地开花。须进一步优化城镇体系，在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的指导下，以

点轴形态进行用地模式引导，形成以

轴带面的空间结构；集约用地、优化

综合交通体系、合理分布人口和生态

空间要素；利用港口优势，加强广、深、

港、澳的合作，快速提升其国际竞争

力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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